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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流动务工是否增加了农户生计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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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西南地区 832户移民农户调研数据，运用 OLS回归、有序 Logit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风险流动务工

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显著促进了移民的生计韧性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短

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新生代与

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了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增强移民

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并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的移民幸

福感与满足感等建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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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作为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迁移及其社会经济恢复重建活动，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1］。近年来，

中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十三五”时期，我国用短短五年时间，成功使近 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其中城镇安置 500
多万人，农村安置约 460万人，有力推动了搬迁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2］。易地搬迁工作

的完成解决了移民生计的基本需求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韧性作为一种隐性要素嵌入生计系统中，旨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中所释放的适应能力、抗击打能力以

及在风险冲击中快速恢复的能力［3］。提高生计韧性不仅有利于防范移民返贫风险，更有助于实质性推进乡

村共同富裕。从现实意义上讲，提高移民生计韧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易地搬迁留给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

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4］。然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和行为规律的改变以及限

制对移民群体的迁移和流动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5］，容易引发大规模重新安置的问题，并带来各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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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计风险。同时，移民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仍然面临着引发相对贫困的各种新风

险冲击，“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成为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乡土社会所固有的农村经济结构，使得移民农户搬迁到新安置地后，往往处于一种流动务工的状

态，面临着不同的务工风险。这种风险流动的务工方式对个人及家庭成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生计韧性感

知［6］。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7］。那么，搬迁安置后的多种流动务工选择所带来的

风险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怎样不同影响呢？有学者认为，移民搬迁安置后农村劳动力为寻求更舒适的生

活以提高生计期望而选择外出务工，从而逐渐流动到城市周边务工甚至进入城市以维持生计与发展［8］。还

有学者认为，虽然非农就业扩大了移民的生计感知，优化了生计空间，但搬迁安置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遗

留问题使得部分移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从而倾向选择返乡务工［9］。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结

论进一步归纳整理，学者们针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主观幸福感、减贫、落户以及就业教育［10~12］

等效应方面，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外出务工层面，鲜有探讨多种流动务工的方式选择对于农户生计韧性发

展带来的影响。其次，农村劳动力外流及回流问题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易地搬迁这一特殊群体安置

后所面临的风险流动务工及生计发展状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结合调研组 2021－2022年在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开展的易地搬迁移民调研数据，从

微观视角出发，重点讨论不同务工所产生的风险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从社会韧性、经济韧性、环境

韧性、家庭韧性和心理韧性 5个维度构建了移民生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利用有序响

应模型等方法进行了检验及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近年来，生计韧性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议题，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学、环境科

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中。在当今政治、文化和经济多元的时代，生计韧性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受到个体

内在认知以及外部环境系统中关键因素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影响 ［13］。其反映了一个家庭或社区从外部

冲击、干扰和变化中更新和恢复其生计的能力。Speranza等（2014）认为生计韧性包括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

力以及学习能力三个维度［14］，具体指在外部压力和冲击下，不同生计群体利用已有生计资本能动性发挥缓

冲、学习和自组织等能力应对和适应不确定性，以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能力层面来看，生计

韧性被认为个人或集体适应压力和变化，并利用生计资本组合、配置，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状态、恢复收入并

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内在能力［15］。生计韧性往往与可持续生计发展理论相结合，其主要内涵包括了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户人均收入、实现资源合理利用、降低贫困程度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生计群体利用各种生计资产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来应对外部遭受的冲击，以制定优化生计

策略，提升个人、家庭或社区的生计韧性，实现更高水平的生计发展［16］。

农村劳动力流动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城镇化产生的“拉力”和农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推力”是农

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17］。移民人口的迁移流动往往伴随着土地等资源的减少，导致移民生计的多

样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对个人能力以及工作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新安置也可能导致移民及其所

在社区出现短期的相对贫困问题［18］。移民搬迁安置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社会问题，使得其在流动务工过程

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影响生计韧性的感知和发展。

总体来说，目前搬迁移民流动务工的方式选择可以概括为三种：返迁流动务工、就近流动务工以及外出

流动务工。返迁流动务工指移民搬迁安置后，返回原迁出地继续从事原务工或者新的务工活动；就近流动

务工指在新安置地就近流动从事农业或二三产业务工活动；外出流动务工指跨省（市/县）在外流动从事农业

84



或二三产业务工活动。有研究表明，情感可以激发后续的认知行为，影响人们的态度及对结果的感知和判

断，并引导其进行决策和行动［19］。搬迁移民因个人思想、情感、能力等不同，对于风险流动务工的情感与方

式选择也不尽相同。从务工内容来看，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土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善搬迁后的

农业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农户收入比重中不断下降，同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使得移民逐渐选择非农就业，实现外出流动务工［15］。另一方面，非农务工自

身也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因素，如非农技能培训的接受与转化程度、适应程度［20］等，也制约着移民进入二三

产业，从而倾向选择返迁流动务农。然而，移民原迁出地往往处于地理环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的偏远地

区，生计资本的低效性削弱了移民搬迁安置后的生计韧性。“反哺式流动”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移民务工就

业问题，但所面临的长期务工时间成本、流动交通成本和信息资本停滞等问题也随之显现［21］，结果导致了移

民工作形式的单一与重新安置后对于社会劳动情感的懈怠，造成部分返迁流动移民生计韧性的下降。除此

之外，搬迁安置后的区位条件与环境推拉作用也使得部分移民流向城市，进行外出流动务工，与返迁流动务

工相比，这类移民更倾向于参与到更高收入与更多务工机会的风险流动过程中。但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移民农户的生计收入，增加了其经济韧性［7］。因此，从后脱贫时代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返迁流动务工会逐

渐降低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能够增加移民农户的生计韧性。据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说：

H1：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促进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

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具有不同的稳定性与周期性。受到外界压力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移民个体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生计韧性。稳定就业务工有利于促进农户与当地的社会融合［22］，以增强其对当地的归属感和

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社会韧性。事实证明，非稳定务工虽然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不会

提高农户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加剧了农户群体内部间竞争，同时其所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低，失业流动率

更高［23］。从务工流动周期性来看，长期务工流动会一定程度增加农户对生计韧性的懈怠感知，降低家庭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11］。短期务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顾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家庭生计照料，降低

了生计风险，有利于家庭韧性及环境韧性的感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短期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稳定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调研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8月在贵州、云南两省针对易地搬迁移民开展的实地调研数据。

贵州省和云南省是我国易地搬迁大省，“十三五”期间分别搬迁约 188万和 99.6万人次，是全国第一、第三大

易地搬迁省份，贵州、云南两省通过易地搬迁帮助山区等贫困群众离开了穷山僻壤，告别了绝对贫困，实现

了搬迁安置后综合就业率超 90% 以上的新局面，因此，本文研究区域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调查遵循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原则，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对迁入地与迁出地安置区移民农户进

行问卷发放与填写，每个地区随机抽取 2~3个县（镇），每个县（镇）再根据安置方式分层抽取 3~5个安置点，

每个安置点随机抽取30~50户，每户调查1人，共计发放问卷900份，总共得到有效样本数据832份。

（二）样本特征

从表 1可以看出，移民在流动务工的选择方式中，就近流动务工的人数最多（379人），占比 45.6%，选择

返迁流动务工的人数最少（179人），占比 21.5%。在个体特征层面，40~55岁的受访移民农户人数最多（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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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 47%；移民文化程度大多处于初中及高中（含中专）程度，共 639人，占比 76.8%。从家庭特征层面

来看，家庭人口数为4~6人的占总数44.7%；家庭平均年收入大多处于10万元以下，占比71.9%。

表 1样本移民农户基本特征

指标名称

流动务工方式

年龄

居住地

婚姻

类别

返迁流动务工

就近流动务工

外出流动务工

30~40岁

40~55岁

55岁以上

集中安置

分散安置

已婚

其他

频次

179
379
274
132
391
309
761

71
611
221

比例（%）

21.5
45.6
32.9
15.9
47.0
37.1
91.5

8.5
73.5
26.5

指标名称

家庭人口数量

文化程度

家庭年收入

类别

1~2
2~4
4~6
6人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含中专）

大专及以上

10万元以下

10万元以上

频次

147
111
371
203

93
402
237
100
598
234

比例（%）

17.7
13.3
44.6
24.4
11.2
48.3
28.5
12.0
71.9
28.1

（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户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是基于脆弱性与恢复力、生计可持续性、社会风险理论等综合评

价的视角，生计主体基于生计资本和能力条件对其所面临的生计风险进行应对或抵御，是生计“风险-抵御”

耦合和协同作用的结果［24］。生计韧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层面，还体现在应对各种风险与感知层面。因

此，本文在上述对研究学者的文献梳理与生计韧性定义理解基础上，从社会韧性、环境韧性、经济韧性、家庭

韧性和心理韧性 5个维度构建了农户生计韧性的衡量指标体系，其中社会韧性包括社会地位和信息资源两

个指标；环境韧性包括生态环境与生产环境两个指标；经济韧性包括家庭年净收益与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

家庭韧性包括儿童入学和老人就医两个指标；心理韧性包括风险承受和健康状况两个指标。在构建指标体

系后运用等权重法，对每个韧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权重设置为 1，计算其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其取值范围为

0~10。各指标的设定及其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社会韧性

环境韧性

经济韧性

家庭韧性

心理韧性

二级指标

社会地位

信息资源

生态环境

生产环境

家庭年净收益

恩格尔系数

儿童入学

老人就医

风险承受

健康状况

计算方法

农户自评社会地位与人脉关系，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户自评接收政策信息与资源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户自评安置地生态环境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户自评安置地生产道路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家庭年净收益高于全样本中位数的40%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小于50%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家庭中适龄儿童（6-15岁）均处于上学状态，取值为1，否则为0
家庭中老年人（60岁以上）均参加医疗保险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户自评风险来临时应对解决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户自评自身健康状况，不健康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均值

0.606
0.601
0.789
0.653
0.601
0.705
0.971
0.713
0.658
0.351

标准差

0.219
0.218
0.407
0.184
0.218
0.387
0.254
0.167
0.334
0.186

注：在选取经济韧性指标时，选取恩格尔系数以及高于全样本中位数40%的家庭年净收益指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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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1）风险流动务工。根据问卷中关于移民流动务工的内容变量，1=返迁流动（农业或其

他二三产业）务工，2=新安置地就近（农业或其他二三产业）务工），3=跨省（市/县）外出流动农业或其他二三

产业）务工。根据移民流动务工范围生成两个解释变量：返迁流动务工和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检验风险流

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移民农户返迁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 0；就近与外出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

为 1。（2）流动周期性。当移民安置后，务工流动年频率低于或等于 2次时，取值为 1；务工流动年频率高于 2
次时，取值为 0。（3）流动稳定性。移民流动务工时签订劳动合同或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取值为 1；未签订

劳动合同和未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取值为0。
控制变量：包括移民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两类变量。个体特征包含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

况、文化程度以及身体状况。家庭特征控制了家庭文化程度、房屋总面积以及家庭劳动力人数。居住地特

征控制了居住地安全程度。各变量的选取及具体说明见表3。
表3 变量选取与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风险流动务工

流动周期性

流动稳定性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居住地特征

变量名称

生计韧性

返迁流动务工

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

长期流动

短期流动

非稳定流动

稳定流动

性别

年龄

年龄的平方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身体状况

家庭文化程度

房屋总面积

家庭劳动力人数

居住地安全程度

变量含义

通过本文构建的生计韧性测度指标计算而来

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1；返迁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0

务工流动年频率高于2次，视为长期流动，取值为0；低于或等于2次视为短期流动，

取值为1

务工流动时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时，视为非稳定流动，取值为0；
否则为稳定流动，取值为1
女=0；男=1
受访移民实际年龄

受访移民实际年龄平方项

未婚=0；已婚=1
小学及未上过学=1；初中=2；高中（含中专）及以上=3
受访移民身体有无重大疾病状况，无=1；有=0
移民家庭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人：小学及未上过学=1；初中=2；高中及以上=3
家庭居住房屋实际面积（hm2）

家庭实际从事劳动力人数

认为居住地安全=1；一般=2；不安全=3
（四）研究方法

1. OLS模型。本文采用OLS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赋值从 1-10为

连续取值。模型设定如下：

Yi = β0 + β1 Migration + β2Control + ε （1）  
其中，Yi表示第 i个移民农户的生计韧性；Migration表示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为一

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居住地特征等；β为待估计系数；ε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2. 有序响应模型（Ologit）。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可以通过运用Ologit模型来检验风险流动务工

对生计韧性的影响，以改变估计方法等来对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移民农户生计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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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划分为10个等级，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Y1 = α + α1 Bmigration + α2Control + μ （2）  
Y2 = α' + α1'NOmigration + α2'Control + μ' （3）  

其中，Y1和Y2表示移民生计韧性程度，Bmigration和NOmigration分别表示返迁流动务工和就近与外出流

动务工。α和α'为常数项，α1、α1'，α2、α2'分别为以上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μ和 μ'为服从逻辑分布

的随机干扰项。那么其被解释变量的选择规则为：

Y =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ç

ç

ç

ç
0,若Y ≤ ro

1,若r0 ≤ Y ≤ r1

2,若r1 ≤ Y ≤ r2

...

10,若r9 ≤ Y ≤ r10

（4）  

其中，Y为可观测到的移民农户生计韧性，r0、r1...r10为切点，由模型估计而得。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运用OLS模型检验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 10，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很小。表 4汇报了不

同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第（1）列解释变量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风险流动务

工对生计韧性的影响，Pseudo R2为 0.017；第（2）~（4）列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与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量，

Pseudo R2上升到 0.022、0.025、0.050，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强。从影响系数来看，分别加入控制变量

后，风险流动务工的影响系数变小但是仍在 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与返迁流动务工相比，就近流动

与外出流动务工的移民对于生计韧性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当前易地搬迁移民实际情况一致，由

此H1得到了证实。

表4 风险流动务工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风险流动务工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居住地特征

常数项

Pseudo R2

样本量

生计韧性

（1）
0.268***

（0.021）

2.762***

（0.025）
0.017
832

（2）
0.260***

（0.019）
控制

2.260***

（0.057）
0.022
832

（3）
0.257***

（0.018）
控制

控制

2.213***

（0.034）
0.025
832

（4）
0.259***

（0.018）
控制

控制

控制

1.783***

（0.049）
0.050
832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值，下表同。

考虑到务工流动具有主观层面认知，务工成本、收入、人脉以及家庭成员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移民有

流动务工时间和频率上的个体选择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流动周期性与流动稳定性对移民农户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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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的影响。表 5汇报了风险流动务工周期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第（1）列为解释变量流动周期性

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第（2）~（4）列为在基础回归上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以及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

量。结果显示，在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流动周期性的系数变小但依旧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流动周期性的缩短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短期流动务工会对移民生

计韧性的发展产生更显著的影响作用。究其原因，移民自身对于流动务工所产生的风险具有明确的认知，

长期流动从短时间来看也许会增加移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计韧性，但从长远角度考虑可能会影响其家庭

生活照料，包括孩子入学及老人医疗康养等感知，同时长期处于务工流动，会增加移民对工作的消极怠慢，

降低对收入的期望。与长期流动相比，短期流动更有利于移民进行家庭生活的稳定照料，提高社会的融入，

表现出更有利于移民生计韧性发展的趋势，H2得以验证。

表5 流动周期性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流动周期性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居住地特征

常数项

Pseudo R2

样本量

生计韧性

（1）
0.176***

（0.014）

2.761***

（0.025）
0.007
832

（2）
0.153***

（0.011）
控制

0.036**

（0.056）
0.013
832

（3）
0.149***

（0.011）
控制

控制

2.413***

（0.036）
0.016
832

（4）
0.145***

（0.010）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0**

（0.058）
0.033
832

同样，表 6汇报了风险流动务工稳定性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第（1）列为解释变量流动稳定性对

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第（2）~（4）列为在基础回归上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和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稳定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从促进效应来看，可以

认为，即使处于务工流动状态，移民也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保障性的工作形式，对于实现家庭照料、提高生

计幸福感以及归属感也具有认知作用，表明移民流动务工越稳定，表征的生计韧性也会越强，H3得以验证。

表6 流动稳定性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流动稳定性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居住地特征

常数项

Pseudo R2

样本量

生计韧性

（1）
0.266***

（0.021）

2.761***

（0.025）
0.007
832

（2）
0.240***

（0.019）
控制

0.036*

（0.056）
0.013
832

（3）
0.240***

（0.019）
控制

控制

2.413***

（0.036）
0.016
832

（4）
0.241***

（0.019）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0**

（0.058）
0.031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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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模型调整和缩小样本的方式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处理一个取

值离散的有序变量时，除OLS模型外，还可以使用有序响应模型（Ologit）来检验估计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农

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移民安置后户籍身份的转换提升了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状况［25］。考虑到安置后户籍门

槛的短期冲击效应。本文进一步删除了暂时户籍不在此地（因新安置地搬迁落户程序审批周期等原因）的

样本农户，表 7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基于各种检验方法均显示，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对移民农

户的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风险流动务工

其他控制变量

Pseudo R2

样本量

模型调整

（1）
0.193***

（0.056）
控制

0.048
832

（2）
0.027***

（0.009）
控制

缩小样本

（1）
0.191***

（0.047）
控制

0.044
801

（2）
0.013*

（0.007）
控制

注：第（1）列为系数估计结果，第（2）列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通过上述回归，结果虽然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仅仅是平均水平上的估计结果，没有考虑到移民之间

存在的具体差异性。移民在搬迁安置前后，受年龄、生活方式等特征影响在群体之间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代

际与生活差异，新生代（出生在 1980年及以后年份）与老一辈（出生在 1980年之前）移民群体对风险流动务

工的态度与生活期望可能存在不同差异。集中安置（集体搬迁到某一集中居民点生活）与分散安置（分散搬

迁到各个不同居民点生活）也可能会影响到移民升级发展状态，从而改变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的选择，影响其

生计韧性。基于该考虑，本文又进一步分析了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影响的代际与安置方式差异。

表 8汇报了对比分析结果。从代际差异来看，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于新生代和老一辈移民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分别在 1%和 5%统计水平上显著。从搬迁安置方式来看，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集中安置的移

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分散安置的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体现了在

当今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往往处于比较集中搬迁社区生活的移民，对于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

表现出的生计韧性越强烈，相反，分散安置的移民往往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其生计韧性也随着返迁流

动务工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风险流动务工

控制变量

Pseudo R2

样本量

（1）
新生代移民

0.189***

（0.023）
控制

0.014
362

（2）
老一辈移民

0.075**

（0.031）
控制

0.004
470

（3）
集中安置

0.164***

（0.023）
控制

0.008
761

（4）
分散安置

-0.182***

（-0.048）
控制

0.014
71

90



五、结论与建议

移民在搬迁安置后的生计重构过程中容易引发生计断裂，生计韧性有利于移民个体和家庭应对社会风

险冲击，学习当前生计模式以适应新的生计变化和挑战，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意义深远。基

于西南地区 832户易地搬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及有序Logit模型分析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移民随着搬迁安置表现出不同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的感知状态，就近流动务工

以及外出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也与现有研究结论类似［10］，外出流动务工与就近

流动务工能够实现家庭生活的日常照料，提升主观幸福感。而返迁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并未表现出

正向影响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原迁地生计环境的恶劣、生计方式的单一以及生计资本的短缺。部分移民

土地深厚的情节以及农业生产的“惯习”使得前往原迁地从事原务工活动，但低效的农业生产环境、非农务

工的选择与适配数量都制约着移民收入进一步提升，一定程度上不利用未来生计发展的持续［26］。进一步

研究发现，处于短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性流动务工有利于移民生计韧性的提高与发展。由于移民处于长期

务工流动状态，会使之面临务工成本过高、务工就业心理懈怠以及风险的加剧，虽能一定程度促进收入增

长，但流动频率相对较低的务工方式仍是更优的生计选择。同时，非稳定性务工流动的工资收入在一定程

度上不具有持续性［11］，且带给移民更为不确定的风险感知，因此，移民往往会选择短期流动与稳定流动务工

以增加对自身家庭及生活的照料，增加社会融入与生计幸福感。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表明，就近与外出流

动务工对新生代与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

了负向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一论述为

我国易地搬迁移民群众生计发展指明了方向。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政府出台给予搬

迁移民各项帮扶措施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放在移民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提升，将移民视为具

有能动性与自主性的生计发展主体，因地制宜回应不同移民的生计发展诉求及生活愿景。改善移民返迁流

动务工意愿，并结合移民生计韧性发展需求，对接当地就业以及培训务工资源，为移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务

工劳动参与选择，以提升不同流动务工群体的生计韧性。其次，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加快形成移

民县域产业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移民安置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各类后续扶持规划的统筹管

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服务制度体系，实施新一轮高效农业机械化及相关就

业务工培训，以帮助实现移民稳定且主观幸福的务工流动。最后，推进移民乡村美丽家园、乡风文明建设，

结合不同移民安置区实际情况改善人居环境，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移民的幸福

感与满足感，以增强脆弱性移民对生计风险的抵御能力，提升生计韧性。

需要指出的是，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策略的选择受个人、家庭及周边社区环境的共同影响，同时生计韧性

也受搬迁安置方式、地点、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从移民农户主体行为

与感知层面厘清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影响生计发展的原因与内在机制仍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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